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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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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世界各个地区一段共有的历史。 无论

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民族国家对传统国家或王朝国家的替代成了新时代人类国家形态发展的一

条主线，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 虽然中国学界也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

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欧美与中东地区，对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较为缺乏。① 这种

情形，一来不利于知识的全面积累；二来也与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构建在人类历史的研究进程中的重

要性不甚相符。
实际上，作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

比亚非国家早了近一个世纪；此外，与欧洲单一白人条件下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不同，族群的多样

性与复杂性在拉美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也相当突出。 上述先在性与特殊性，使得拉丁美洲国家

的民族构建对后续相关问题的研究构成了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思考，本次组稿邀请了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从事拉美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就该地

区的民族构建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在促进该议题跨学科与跨地区之间讨论的同时，也借着拉丁美洲

的地区经验，让中国学界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内涵有一些更为多元化的认识。

西属美洲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三重挑战：
原住民、移民与邻居（１８５０—１９３０）

张　 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将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拉丁美洲克里奥尔人

精英的言辞举措当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浪潮。② 他认为正是在这一波浪潮中，原西属美洲

殖民地的少数精英开始有了与欧洲人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诉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战争与谈

判，在 １９ 世纪中期建立了一众新兴的西语民族国家。③

１８５０ 年前后，虽然上述西语国家的地理版图已大致划定，宪法与配套的行政体制也已基本确

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业已完成。 由于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与后续新兴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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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张琨：《“上帝”与“祖国”———试论阿根廷天主教在民族构建中的作用（１８９０—１９３０）》，《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２０ 年

第 １ 期；张青仁：《２０ 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民族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杜娟：《弃中取日：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的

转变》，《世界历史》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９、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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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总体来说是由少部分克里奥尔人精英发动并主导的，因此当时西属美洲居大多数的其他群

体———原住民、黑人以及绝大多数的混血人种———其实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参与不深。① 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人不明白也不在意阿根廷、秘鲁、智利与乌拉圭这一个个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究竟意味着什

么，更不用说将其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本尼迪克特笔下对“共同体”的“想象”，在 １９ 世纪前半

期的西属美洲，实际上只属于少数人。
但与“想象”所属群体狭窄相矛盾的是，如果这批克里奥尔人精英想要沿着欧洲的步伐，将“野

蛮”与“落后”的新大陆逐步建设为“先进的”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他们就需要尽可能地发动他们所

一贯歧视之族群的力量，将这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的“想象”，转变成多数人所认同的“现实”。 简而

言之，拉美新兴民族国家的精英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并接受新兴民族国家的身份，且在此基

础上形成内在的凝聚力，才能逐步地实现自己“建设何种国家”的宏图。 而 １９ 世纪中期拉美多个新

兴民族国家的独立，只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开端。
１９ 世纪中期拉美不同新兴民族国家中精英对“先进国家”的特质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比如国

民应以欧洲白人为主，政体应为民主宪政。 但由于各地原有历史条件的差异，各个新兴民族国家在

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却有所不同。 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拉美的一批学者基于安德

森“文化构建论”的视角，对各自国家成立初期在民族构建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做出的努力进行了

梳理与分析，诞生了不少佳作。② 然而这种以国别为界的研究，在强调各个新兴民族国家特性的同

时，却较少有联系比较，忽略了这些国家在从总督区的分属地区转变为新兴国家过程中所分享的诸

多文化、传统和历史事件方面的共性与联系，从而阻碍了对“西属美洲”（殖民地）向“西语美洲”（民
族国家）转变的整体性理解。③

如果我们以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头 ３０ 年的秘鲁、阿根廷与乌拉圭为例，综合拉美西语国家

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便能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拉丁美洲西语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是一种由

国家精英主导的，对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这一塑造将“自我”区别于“他者”，通过在历史过程

中不断地分离出不同于“自我”的“他者”，来缩小并确定“阿根廷”“秘鲁”“乌拉圭”这一个个新兴

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 其次，自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上述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应对以下三种挑战，
来逐步界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即原住民、外来移民与邻国。 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这三

重挑战在不同时段所占据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关键时期“民族国家构建”的内涵实际

是有差异的，比如秘鲁的“民族国家构建”主要在于处理原住民问题，阿根廷则更多是应对大规模的

欧洲移民，而对于乌拉圭来说，其最重要的则是处理与邻国阿根廷之间的关系。
１９ 世纪中期，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业已结束。 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两边的利马总督区和拉普拉塔

河总督区已逐步演化为秘鲁、阿根廷与乌拉圭等国。 这三个国家在建国初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原

住民的问题，其中以秘鲁的经验最为典型。 在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秘鲁克里奥尔

人精英认为印第安人在体格和能力上有着“先天的劣势”，无法胜任任何体面的工作。④ 这一带有种

族主义色彩的观念并非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而是通过宣传与灌输传播到了社会中。 秘鲁当时颇

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洛伦特（Ｓｅｂｓｔｉａｎ Ｌｏｒｅｎｔｅ）便对印第安人百般贬低，说他们“死气

沉沉，毫无生机”，“只是会说话的大羊驼”。⑤ 除去人种方面的蔑视外，克里奥尔人对 １７ 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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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阿贝尔托·加林多（Ａｌｂｅｒｔｏ Ｇａｌｉｎｄｏ）与塞莉西·门德斯（Ｃｅｌｉｃｉａ Ｍｅｎｄｅｚ）将原住民作为秘鲁民族构建中的关键问

题；阿根廷的莉莉娅·贝尔托尼（Ｌｉｌｉａ Ｂｅｒｔｏｎｉ）则指出 １８８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大规模欧洲移民对阿根廷民族构建所带来的冲击；智利的

豪尔赫·拉郎因（Ｊｏｒｇｅ Ｌａｒｒａｉｎ）更是将民族构建视为一个“一直在路上”的历史进程，认为其民族构建延续到了今日。 正是在上述

著作的基础上，人们得以对拉丁美洲多国在最为关键时段的民族构建的实质有所了解。
这里的“西属美洲”强调了殖民时期该地区与宗主国西班牙之间的依附性联系，而“西语美洲”则暗示了在独立之后该地

区与西班牙之间仅存的文化语言关联。 之所以不用“拉丁美洲”，是因为本文的分析不包含葡语国家巴西。
Ｈｅｒａｃｌｉｏ Ｂｏｎｉｌｌａ， Ｍｅｔáｆｏｒａ ｙ Ｒｅａｌｉｄａｄ ｄｅ ｌ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 ｐｐ． ４１—４５．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Ｇａｌｉｎｄｏ， Ｂｕｓｃａｎｄｏ ｕｎ Ｉｎｃａ：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ｙ Ｕｔｏｐíａ ｅｎ ｌｏｓ Ａｎｄｅｓ（Ｔｅｒｃｅｒａ Ｅｄｉｃｉóｎ），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ｅ， １９８８， ｐ． ２２８．



安第斯山脉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起义与“重返印加”的乌托邦口号依旧有着不好的记忆，这也使得

他们对这一族群充满着戒心。①

出于上述原因，面对原住民问题，建国后利马精英选择了漠视与排除的解决方案。 他们将国家

的发展重心放在了以利马为中心的沿海地区，通过引进部分黑奴和大量华工来发展当时位于秘鲁

沿海区域的糖业与鸟粪开采，并将公民的身份仅仅赋予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② 在绝大部分精英

们看来，能够代表此时秘鲁“民族特性”的只包含自伊比利亚半岛传播而来的欧洲文明，秘鲁应该努

力以此为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内核，并通过向欧洲学习来完成民族国家构建。③ 这一选择，相当于

一开始将占人口大多数的、位于广大安第斯山脉区域的原住民排除在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蓝图之外，
使得广大的原住民对秘鲁这个国家后续的命运毫不关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续秘鲁在太平

洋战争中的失利。④ １８８８ 年，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Ｍａｎｕｅｌ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便对“白人建

国”的理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忽略了秘鲁真正的建国之源，只能构建出一种“病态的社会”。⑤ 冈

萨雷斯认为“真正的秘鲁”（Ｖｅｒｄａｄｅｒｏ Ｐｅｒú）是：“与住在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之间狭长地带的克里

奥尔人和外国人”相对的“居住在安第斯山脉中的印第安大众”，“只有这批人的加入”，将印加文化

融入“秘鲁民族性”（Ｐｅｒｕａｎｉｄａｄ）之中，才能建设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民族国家。⑥ 冈萨雷斯的思考

代表了秘鲁对于民族构建思考的一个关键性转向，影响了后续秘鲁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
之后的路易斯·瓦尔卡塞尔（Ｌｕｉｓ Ｖａｌｃáｒｃｅｌ）、何塞·马里亚特吉（Ｊｏｓé Ｍａｒｉａｔｅｑｕí）与维克托·贝朗

德（Ｖｉｃｔｏｒ Ｂｅｌａｕｎｄｅ）都曾就该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解决方案。⑦

与秘鲁精英相比，位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精英虽然也赞同“白人立国”的思想规划，但达成这一

目标的具体手段和结果则与秘鲁相异。⑧ 从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通过延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的领土

扩张运动，阿根廷精英以残酷的暴力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有关原住民的问题。 １８３３ 年，罗萨斯发

动了第一次“荒漠远征”，夺取了约 ３００ 万公顷土地，１８７７ 年，罗加则发动了第二次“荒漠远征”，彻
底击败了内阁罗河（Ｒｉｏ Ｎｅｇｒｏ）以北广大的原住民，并俘虏残杀了近 ２ 万名原住民。 自此之后，原住

民问题便从阿根廷的民族构建进程中逐步消失了。
将原住民削减排挤到阿根廷的政治与社会边缘并不意味着阿根廷的民族国家构建就再无挑

战。 相反，随着大量农业用地的成功获取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对原材料的需求，阿根廷对劳动力的需

求大为增加，而这一需求则需通过吸引大量的外来移民来解决。⑨ 从 １８８０ 年到 １９３０ 年间，大约有

４００ 万的欧洲移民来到了高速发展中的阿根廷，其数量几乎占阿根廷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I0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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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斯山的库斯科。 克里奥尔人及其文化是秘鲁国民性的根本，印第安人在其中只占据着不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文化与语言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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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é Ｌｕｉｓ Ｒéｎｉｑｕｅ， Ｉｎｃｅｎｄｉａｒ ｌａ Ｐｒａｄｅｒａ， Ｕｎ Ｅｎｓａｙｏ ｓｏｂｒｅ ｌａ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 ２０１５， ｐ． ２３．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 Ｐáｇｉｎａｓ Ｌｉｂｒｅｓ， Ｈｏｒａｓ ｄｅ Ｌｕｃｈａ， Ｃａｒａｃａｓ：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Ａｙａｃｕｃｈｏ， １９７６， ｐｐ． ４５—４６．
路易斯认为印第安人与其文化应该构成秘鲁建国的民族核心，马里亚特吉则提出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具体分

析了大地产制和印第安人问题之间的联系；维克托·贝朗德则认为秘鲁需要认清现实，在不同的种族文化中促成融合。 参见 Ｅｕｇｅｎｉｏ
Ｃｈａｎｇ⁃Ｒｏｄｒｉｑｕｅｚ， 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 ｙ Ａｃｃｉóｎ ｅｎ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 Ｍａｒｉáｔｅｑｕｉ ｙ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Ｃａｔｏｌｉｃａ ｄｅｌ Ｐｅｒｕ，
２０１２。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法昆多：文明与野蛮》，史维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２—１５ 页。
这一计划包括在欧洲的重要城市开设办事点，通过印刷品向欧洲人宣传阿根廷政府的种种许诺，其中包括：免费的船票、

一段时期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免费住宿、大量的工作机会以及前往工作地点的免费车票。 有关这一时期阿根廷在欧洲的移民宣

传，可以参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ｅｖｏ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íａ ｄｅ ｌａ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ｅｎ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ｕ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２００３，ｐｐ． ２１４—２２３．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给出了 １８７１ 年至 １９１４ 年之间阿根廷的移民数据，为 ３ １９４ ８７５ 人。 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

丁美洲史》第 ５ 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７４ 页。



时期内大量移民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使得阿根廷显得更加欧洲化，却也

淡化了阿根廷本来就不甚成熟的种种特质。① 政治家塞瓦略斯（Ｚｅｂａｌｌｏｓ）就曾感叹道：“我们将被迫

成为一个年均接收 ５０ 万移民的中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没有自己的语言、自
己的传统、自己的特征甚至自己的旗帜。”②除此之外，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类左派思潮，也随着移民一

起到达了新大陆。 在诸如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下，移民群体内逐步出现了各类不

同的左派工人组织。 这些主要由移民群体组成的左派团体，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阿根廷政治精英

期望中的“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大批移民所缺乏的

“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外来者”和“阿根廷公民”之间的差异，使得新来移民接

受阿根廷传统、融入阿根廷社会的意愿降低。③ 最后，由于这一时期移民的数量过于庞大，甚至连移

出国也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并开始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意大利议员曼西尼（Ｍａｎｃｉｎｉ）当时便说：“从
国际惯例来看，民族（ｎａｃｉóｎ）出现在具体的政府（ｅｓｔａｄｏ）之前，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更能够代表一个

集体。”④意大利政府希望借重自身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将这片区域变为自己

“实际掌控的海外飞地”。 一种隐形的殖民倾向威胁到新生国家的主权与民族构建。
面对这种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挑战，阿根廷政府尝试通过立法与行政命令，在公立学校教育、重

大节日纪念与国家历史书写等各个方面发力，借助教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强调阿根廷的民族特性，并
希望能够加强外来移民对阿根廷身份的认同与习惯。⑤ 与秘鲁相比，出于历史条件的差异，阿根廷

在民族构建的进程中通过暴力手段比较早地解决了原住民在民族建构中的地位问题。 然而虽然能

够通过大规模的欧洲移民满足“白人立国”这一构想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但是立的是“谁的国”却依

然是阿根廷挥之不去的一个难题。 这一大规模欧洲移民给民族构建带来的冲击，实际上也影响到

了同处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乌拉圭东岸共和国。⑥

然而除去与阿根廷共同面对的原住民和欧洲移民问题外，乌拉圭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还

面临着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人种、语言、文化与阿根廷相似的前提下，如何构建出属于自

己的“乌拉圭民族性”（Ｕｒｕｇｕａｙｉｄａｄ）。 解决原住民和欧洲移民问题只是让乌拉圭更契合一个位于

大西洋沿岸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身份，还不足以反映出“乌拉圭”本身的特性。 如何塞·卡洛斯·基

亚曼特（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ｈｉａｒａｍｏｎｔｅ）所写的那样：“矛盾的是，（拉美民族国家构建）的障碍并非是在文

化上的差异性，恰恰相反，障碍主要是这片大陆上国家间的文化相同性太过明显。”⑦乌拉圭历史学

家赫拉尔多·卡埃塔诺（Ｇｅｒａｒｄｏ Ｃａｅｔａｎｏ）也认为，实际上在 １８５０ 年之前，虽然蒙德维的亚和布宜诺

斯艾利斯之间的政权相异，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阿根廷和乌拉圭是相当难

以区分的。⑧ 在领土、人口和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阿根廷的情况下，东岸的精英需要通过凸显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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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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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在这一时期的移民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输送第一批移民的欧洲国家。 之后大量俄裔犹太人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成为了移

民的主力军，混杂着来自法国、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移民。 这一复杂的移民情况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化大都

市”，阿根廷越来越像一个“世界主义国家”。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Ｃáｍａｒａ ｄｅ Ｄｉｐｕｔａｄｏｓ， Ｄｉａｒｉｏ ｄｅ Ｓｅｓｉｏｎｅｓ， Ｏｃｔｕｂｒｅ ｄｅ １８８７．
阿根廷学者内斯特·托马斯·阿吾萨（Ｎéｓｔｏｒ Ｔｏｍáｓ Ａｕｚａ）就曾认为：当时新兴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解

决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给予初来乍到的各路移民一种理解、保护、团结甚至忠诚的情感集合，使得他们靠着这样一种身

份，能够度过最初的过渡期。 见 Ｎéｓｔｏｒ Ｔｏｍáｓ ＡＵＺＡ， “Ｌａ Ｉｇｌｅ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ｙ ｌａ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ｏ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 Ｖｏｌ． １４， １９９０， ｐ． １３０。

Ｌｉｌｉａ Ｂｅｒｔｏｎｉ， Ｐａｔｒｉｏｔａｓ，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ｓ ｙ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ａｓ．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ｄａｄ ａ ｆｉｎｅｓ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ＩＸ，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Ｆｏｎｄｏ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２００１， ｐｐ． ２８—３０．

Ｌｉｌｉａ Ｂｅｒｔｏｎｉ， Ｐａｔｒｉｏｔａｓ，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ｓ ｙ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ａｓ．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ｄａｄ ａ ｆｉｎｅｓ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ＩＸ， ｐｐ． ３７ —８７．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Ｌａｕｒｉｎｏ，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Ｔａｕｒｕｓ， ２００１， ｐｐ． ２５—４２．
Ｊｏｓｅ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ｈｉａｒａｍｏｎｔｅ，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ｅｎ Ｉｂｅｒｏａｍéｒｉｃａ，” Ｂｏｌｅｔｉｎ ｄ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Ｔｅｒｃｅｒａ Ｓｅｒｉｅ， Ｎｕｍ． １５， １ Ｓｅｍｅｓｔｒｅ ｄｅ １９９７， ｐ． １６２．
Ｇｅｒａｒｄｏ Ｃａｅｔａｎｏ，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 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１８０８—１８８０），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ｅｔａ，

２０１３， ｐ． ２２４．



的特性来避免被阿根廷所“同化”。
１９ 世纪末的东岸精英是通过多个角度的阐释来强调乌拉圭民族性的。 首先，由于该地区位于

拉普拉塔河的东岸，因此从地理上就区别于位于西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东岸人”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ｌｅｓ）的称呼就成了该地区与阿根廷不同的一个标签。 虽然该标签一开始只带有地理空间方面的

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东岸人”这一概念的意涵也逐步地丰富了起来。
在这批精英们看来，“东岸”曾属于西属美洲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与巴西帝国有着根本性的区

别；其次，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东岸”则在对待政体方面有着不一样的态度。 当时布宜诺斯艾

利斯的考迪罗胡安·罗萨斯（Ｊｕａｎ Ｒｏｓａｓ）希望建立一个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政治联合体，而
蒙德维的亚则选择了与拉普拉塔河联邦的其他省份一起，反抗罗萨斯的统治，并在这一过程中最终

选择了独立。① 按照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包萨（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ａｕｚá）的阐释与构建，“与布宜诺斯艾

利斯通过革命建立的独裁体制不同，蒙德维的亚一开始就想要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共和国”。② 除此

之外，东岸的政治精英也在长期的复杂斗争中对国家的定位有自己的见解。 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精英们试图将阿根廷打造成西半球能与巴西甚至美国分庭抗礼的区域性大国时，他们开始将自

身定位成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大国缓冲中立国。③

后续的历史学家不仅延续了上述政治精英的意图，还试图将“东岸”的历史进一步向前回溯。
１８８０ 至 １８８２ 年之间，包萨出版了三卷本的《西班牙在乌拉圭统治史》，第一次将该地区的传统系统

性地回溯到了殖民时期。 在此书中，他将“查鲁阿人”等同于“原始的乌拉圭人”（原住民），并认定

之前存在的“查鲁阿国”便是现今乌拉圭的前身。④ 乌拉圭就是从这样一个位于东岸的独立的部族

逐步演化为独立的国家的。⑤ 在独立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敌人，便是那些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明确

“乌拉圭民族”界限的“他者”。 这些“他者”包括了最初殖民的西班牙人、中间实施压迫干涉的英国

人和巴西人，以及最后在政治道路上与其不同的阿根廷人（其实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⑥ 在东岸联

合其他省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庭抗礼的斗争中，东岸的学者开始塑造“何塞·阿蒂加斯”与“三
十三名东岸人”的形象，通过学术论述和民族历史的书写，最终完成了“英雄抗击外敌，带领民族独

立并建国”的民族神话。⑦ 到 １９ 世纪中后期，乌拉圭这一新兴民族国家的疆域、人员、传统和神话都

在上述集体阐释中大体确定，乌拉圭与阿根廷在“兄弟国家”的关系中区分出了彼此。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构建”是当时各政府所必须面对

的问题。 但受制于各地区历史传承情形的不同，“民族国家构建”在上述不同国家中的实质内容实

际上存在着差异。 早期立国者的愿景与客观的历史条件一起，决定了不同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
关键性实质：是原住民问题，还是大规模的海外移民问题，抑或是与人种文化相同的邻国问题。 当

然，在同一个国家中，这三项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联系。 而要厘清各个国家民族

国家构建进程中这三类问题的联系，则需要更为细致的个案研究。

（作者简介：张琨，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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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ｅｒａｒｄｏ Ｃａｅｔａｎｏ，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 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１８０８—１８８０），ｐｐ． ３２—５３．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ａｕｚá，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Ｄｏｍｉｎａｃｉｏｎ Ｅｓｐａñｏｌａ ｅｎ ｅｌ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Ｌｉｂｒｅｒí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１８９５， ｐ． １２．
Ｇｅｒａｒｄｏ Ｃａｅｔａｎｏ，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 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１８０８—１８８０），ｐｐ． １０３—１１１．
在论述中，他将查鲁阿国与印加帝国相提并论，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ａｕｚá， “Ｌ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ｃｉａ Ｕｒｕｇｕａｙａ，” Ｌａ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Ａｒｔｉｇａｓ， Ｖｏｌ． １４５， １９７５， ｐｐ． ７—８．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Ｌａｕｒｉｎｏ，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Ｃｏｔóｌｉｃａ ｄｅｌ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ｐ． １２３．
尽管是乌拉圭人清剿了查鲁阿人，但是在编写历史教材时候，他们将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安到了西班牙人的头上，见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Ｌａｕｒｉｎｏ，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Ｕｒｕｇｕａｙａ， ｐ． ９９。
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一书将阿蒂加斯描写为一名“可怕的走私贩子”，有着“残暴的本质”和“恐怖主义的精神”，而乌拉

圭的历史著作则将其描写为一名抗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雄，可参见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法昆多：文明与野蛮》，第
４０—４１ 页。


